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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型领导赋能共同成长：“己欲达而达人”

的反哺学习机制

熊    立,  方佳星,  罗元大,  尧    越
（江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2）

摘　要： 平台型领导是一种以知识型团队共同成长为终极目标的新型领导模式。然而，学

界对该类领导与成员、团队三方互动成长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尤其是作为共生系统源动力的

平台型领导如何假手于成员来赋能自我成长。本文基于社会交换视角和向下学习过程，构建了

一个平台型领导在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然后进行工作重塑以助力自身成长和团队惯例

更新的链式中介模型。对共计420名知识型团队领导及1 264名成员的两项配对问卷数据研究

表明，平台型领导通过向下属分享知识来反哺学习（研究一），进而引发工作重塑行为，实现自

身的职业能力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研究二）。本文揭示了平台型领导赋能知识型团队共同成

长的一种策略机制，完善了平台型领导的应用基础研究，也为领导者打造多方共赢的团队和自

我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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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面对数字时代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许多团队已经在成员间单纯的合作或竞争关系外寻

找彼此的重新定位，通过构建共生关系来应对环境变局（Lingens等，2022）。已有研究表明，团

队共同成长不仅有利于领导和全员的良性发展生态循环，还有利于团队环境适应力和竞争优

势维持（Lee和Ogawa，2023）。共生系统需要建立共生平台（Hendricks和Matthyssens，2023），像
借助平台商业模式而取得成功的抖音、快手App平台，以及“中国好声音”这样的实体平台等，

都是企业平台的典例。与之相呼应的是，个体层面诞生了平台型领导（platform leadership）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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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种以构建组织或团队“共同成长生态系统”为终极目标的领导模式（熊立等，2023）。该领

导模式孕育于互联网平台经济时代，主要通过赋能知识型团队来适应环境动态变化（郝旭光

等，2021）。现如今，大多数团队研究都十分重视作为“前端战士”的员工的发展，抑或领导风格

的抉择，却通常轻视领导作为“大后方”的自身成长，更少有将领导和团队视为实现员工理想的

平台，整合领导、团队和员工如何共同成长的系统性研究。然而，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单方面强

调领导或员工的成长可能会引发多重问题，比如领导跟不上员工快速成长的节奏反会导致团

队发展受阻，或者领导成长未能带动员工提升导致领导缺乏成就感与满足感而倾向于离职（郝

旭光，2016）。有鉴于此，平台型领导如何实现与整个团队的共同成长，从而平衡组织内部的能

量场，成为今天有价值的研究议题。

近年来，平台型领导研究更多针对平台型领导在员工创新行为、任务绩效、组织韧性、团队

双元学习等方面的影响（李玲等，2022；梁阜等，2023）。这些研究大多站在静态视角分析平台型

领导对员工或是团队创新的影响，对其核心价值即“共同成长”却罕见讨论。只不过，多数研究

也认同平台型领导通过交换关系、心理授权、上下级目标整合等关系能量转移机制来影响员工

（Ding等，2023；朱永跃等，2023），这暗示了该类领导与员工之间本身就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

系，也即领导可能假手于员工来实现自身成长（辛杰和张欣，2023）。支持这一观点的文献认为，

平台型领导驱动共同成长的机制是以共同事业为目标，先无私地分享资源和条件为全员赋能，

激发他们的适应性潜能，然后依靠他们的成长来反向带动领导及团队成长，最终形成“员工成

长靠平台，平台做大靠员工”的生态循环（郝旭光等，2021；熊立等，2023）。虽然这一机制尚未得

到充分的实证检验，但也推动了一种认识的发展，即领导与成员之间不是简单的金钱换技能的

关系，而是相互学习进步的关系。

中国古代著作《道德经》里有云，“高下相倾……前后相随，恒也”，这暗示了团队成员在追

随和学习领导的同时，很可能也是领导汲取知识的重要来源；亚马逊执行主席Jeff Bezos也曾

言：“我很希望招聘一群能成为我导师的员工。”可见换个思路，向下学习也不失为领导自身及

团队成长的一种有效手段。Zhang等（2023）研究发现领导者可以将向下指导视为自身的学习

机会，从而增强指导动机，提高指导效果；他们还发现有时向下学习的效果甚至超过向上学习。

国内研究也提出，平台型领导主动向下属分享知识是其有效的互动成长手段（熊立等，2023）。
因此，探究现代团队领导如何通过知识资源分享来反向学习是饶有新意的。可惜的是，现有研

究多数还集中在员工的横向知识分享，抑或激励知识分享的领导风格上，很少探究领导自身如

何分享知识，更未关注领导分享知识后能否萃取对自身有利的价值回报。为了弥补这些不足，

本研究提出如下问题：平台型领导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向下知识分享来实现成员、领导和团队的

共同成长？回答这一问题可以有效破解领导者能力瓶颈、知识共享障碍和团队发展动力受限等

难题。

本研究的观点建立在社会交换理论之上。社会交换理论常用于解释团队互动行为及其效

用的发生逻辑。该理论认为，上下级互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其中互惠原则指导交换双方

按照提供收益、期望回报的基本流程来操作（Cropanzano等，2017）。社会交换中的期望是以信

任为基础的，信任程度越高，社会交换关系越稳固，越能够产生递进式循环，甚至溢出到其他交

换对象上（樊耘等，2014）。遵循这一法则，平台型领导在推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两轮

交换过程。第一轮，该类领导具有信任下属、平等互靠的理念，认同向下学习的价值（郝旭光等，

2021），所以会产生主动分享知识的源动力（付出），然后通过有意识地让下属反哺自己而发生

学习——即反哺学习（回报）。第二轮，前次交换触发了领导回报兑现行为，也即进行工作重塑

换来自身职业能力成长；同时作为新一轮付出，工作重塑又会激发领导再次交换的义务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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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将交换溢出到团队成长方面，通过团队惯例更新等方式来实现第三方受益。长此以往，团

队成长意味着未来更多更好的领导知识分享机会，逐渐就会形成优质的成长生态循环。

基于以上推演，本文构建出一个平台型领导通过社会交换过程来实现团队共同成长的链

式中介模型，简言之就是领导基于自我知识分享所带来的成员成长来反哺学习，然后进行工作

重塑，反过来实现自身和团队的共同成长。本研究从“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的策略视角揭示了

平台型领导赋能知识型团队共同成长的路径，帮助团队领导升级管理理念，达到“适应环境、共

同成长”的目标。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1.平台型领导与共同成长

平台型领导是一种承载着领导、成员及组织三方互动成长过程的新型领导理论，其显著特

征为包容、平台搭建与优化、共同成长等。其作用模式是：在共同事业的激励下，领导向下分享

资源、提供平台，员工则积极利用并自主创造，继而将平台打造成资源吸纳和知识涌现系统，反

过来又助力领导知识技能的提升，最终实现共生共赢（郝旭光等，2021；熊立等，2023）。由上述

论点可知，共同成长是平台型领导最独特的效用（郝旭光等，2021）。具体来说，变革型和魅力型

领导强调“自上而下”地感召并引导员工追随，重心是组织成长；而授权型、包容型和服务型领

导则“自下而上”地提升员工的能力，较少谈及自身成长。平台型领导兼顾领导、下属和组织，强

调“上下互动”地共同成长（郝旭光等，2021）。然而，成长具有抽象性，需采用具体的衡量指标。

在职场中，个体寻求的主要是职业成长，包含职业能力成长、晋升和报酬增长等。其中，职业能

力成长代表个体借助组织平台学到新的知识技能（翁清雄和席酉民，2011），充分体现出成长的

过程要素，于是本文将其作为平台型领导成长的直接指标。而团队行为是由团队惯例所指导的

（王永伟等，2023），且团队成长过程可以视为一系列与环境动态匹配的行为变化（Abrantes
等，2022），所以，我们把团队惯例更新视为团队成长的有效指标。

在当前平台型领导与共同成长研究中，仅有熊立等（2023）从适应性绩效的角度探讨了平

台型领导如何赋能知识型员工的成长，其他研究基本集中于创新变革，发现的机制也都是心理

授权、组织韧性和下属自主性等（辛杰和张欣，2023；梁阜等，2023；李玲等，2022），缺乏对核心

价值即共同成长的探讨，特别是领导“自我赋能”的成长。为此，本研究将聚焦于平台型领导如

何在“上下互动”中激发共同成长，为该领导模式的基础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2.基于社会交换视角的知识分享与反哺学习

知识分享是知识拥有者向其他个体提供知识的过程（Devi，2024），包括向上、向下和水平

分享（金辉等，2020）。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员工水平知识分享及其后果，将领导视为触发分享的

前因（Devi，2024）。向上知识分享研究仅以员工建言为主（Kelemen等，2023）。然而，领导处于

权力和资源的核心，是优质的知识源（金辉等，2020）。但领导知识分享研究甚为稀缺，仅有少数

文献提及领导特质会影响其向下知识分享意愿（金辉等，2020）。然而，反哺学习研究曾指出，领

导的资源投入将助力员工和团队的发展，进而促使知识技能等自下而上流动，最后反过来“哺
育”领导的成长（王志文，2013；吕鸿江等，2020）。在知识经济时代，以更接近战场的下属作为资

源库进行反哺学习，无疑是领导素质提升的必要手段。

回顾社会交换理论，资源的相互传输维持互动双方的交换过程，付出是交互的起点，而在

互惠原则的驱动下，付出又会进一步刺激个体寻求预期回报（Cropanzano等，2017）。知识分享

作为一种交换过程受到分享方和接收方之间互惠关系的影响（Cropanzano等，2017）。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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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知识分享方所处地位如何，都可能存在互惠关系。譬如，Zhang等（2023）的研究暗示了领

导向下指导实际上是向下学习，能帮助领导获取新知识技能。鉴于知识分享是指导他人的重要

手段，也是上下级互动的重要形式（陈诚和文鹏，2011；郝旭光等，2021；龙立荣和陈琇霖，

2021），本文提出平台型领导很可能以知识分享作为重要的上下互动策略（付出），通过激发下

属互动思考和即兴拼凑来创造新的知识技能，然后通过观察、跟踪和互动提问来实现向下反哺

学习（回报），从而得以重塑自身工作行为。

3.领导工作重塑

工作重塑是指个体在与工作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通过有意识地调整和优化工作任务、关系

及认知，来提高工作满意度、绩效表现和职业发展的主动性行为（Bruning和Campion，2018）。由
此可知，工作重塑的结果常常同时体现在个人和组织上。工作重塑的主体一般包括员工和领

导，而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员工层面，将领导视为影响员工工作重塑的情景因素，分析其发生

的机制及后果，相对轻视了领导自身工作重塑的价值（李姗姗等，2019）。目前与领导工作重塑

相关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影响员工的榜样示范（辛迅，2017），并没有充分探讨其发生机理以及

对领导和团队的后续影响。反观现实，领导作为团队的核心成员，其行为的改变往往能够产生

显著的涟漪效应，给团队整体效率提升带来最突出的价值。目前仅有一项研究指出具有高学习

意识的领导更愿意对现有工作进行重新设计以提高团队绩效（Hu等，2024），这暗示了领导在

收获来自外界（包括下属）的全新知识技能后很可能会产生工作重塑行为。社会交换理论也指

出，个体间双向学习过程满足了互惠交换的原则，这有利于激发个体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

促使其主动地对自我和环境进行重构，最终带来彼此共同成长（Cropanzano等，2017）。
（二）研究假设

1.平台型领导在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

作为与员工互动的重要方式，平台型领导的资源分享推动了上下良好互动的持续循环（郝

旭光等，2021）。由于知识资源是个人及团队成长的关键原料（Goswami和Agrawal，2023），本文

将研究视域聚焦于知识资源分享。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公正性期待”法则（Cropanzano等，

2017），平台型领导基于知识分享的“上下互动”过程可分为付出和回报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领

导重视向下学习的价值，所以抱着这种期待先自上而下地分享知识以赋能员工；第二阶段，领

导从员工的成长中获得自下而上的反哺学习机会，以自我赋能，最终实现共同成长。

具体而言，在“自上而下”的知识分享阶段，平台型领导先在理念上认同向下学习的价值，

然后有意识地采取知识分享行为来期待反哺。社会交换理论表明，个体对风险的评估是建立交

换关系的起点（Cropanzano等，2017），平台型领导持有的向下学习理念让其相信知识分享能带

来预期收益，进而涉入该交换关系。例如，平台型领导认为下属是自我实现人，将下属视作最重

要的资源（郝旭光等，2021），这与向下学习“认为较低权力个体是有价值的知识来源”的内涵相

契合（Zhang等，2023）。而且，包容、平等和共同成长等特质决定了平台型领导相信下属拥有独

特工作经验、前沿技术手段、潜在创新见解（郝旭光等，2021；Zhang等，2023）。对比具有相近特

征的谦逊型领导，该类领导虽也谦虚地请教下属，但仍是自下而上的心理状态，向下学习的姿

态主要是向下属表达认可和赞赏，从而激励下属更加努力（Kelemen等，2023）。目前也鲜有研

究发现谦逊型领导在反哺学习方面具有独到价值。同时，在资源分享这一互动理念指导下（郝

旭光等，2021），平台型领导向下学习的动机很可能驱动其通过向下知识分享来换取回报。研究

表明，相信上下级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共处的低权力距离导向的领导更倾向于向下知识分享

（金辉等，2020）。在平台型领导模式下，动机内化的员工往往具有强烈的学习意愿，领导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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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涌现自然十分常见（郝旭光等，2021；熊立等，2023）。
而在“自下而上”的反哺学习阶段，员工在共同事业的牵引下，一般都会积极汲取并加工领

导分享的知识，进而创造出新的知识技能，然后由表现欲驱动在团队层面展示出来。一些实证

研究表明，知识分享过程会产生新的知识和经验（Devi，2024），知识输入有利于触发员工的拼

凑式创新等（闫华飞和孙元媛，2019）。而平台型领导期待的便是这一机会，具有高自主学习动

机和平等理念的平台型领导趋向于视员工为榜样，很可能通过观察学习来实现自我赋能。同

时，社会交换理论指出，交换主体会主动寻求付出与回报的匹配，以达到动态平衡的交互关系

（Cropanzano等，2017），所以领导向下分享了知识后，很可能会对来自下级的收益信号特别敏

感，积极地进行信息加工。此外，有效的变革规划和平台搭建要求平台型领导时刻追踪一线的

最新知识和技能来形成敏锐的洞察力（郝旭光等，2021），而知识型员工就是最好的信息源。综

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平台型领导在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

2.平台型领导通过反哺学习引发工作重塑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侵犯—赞同”命题，当个体的付出和预期报酬匹配时，他们通常会采

取他人认可和赞赏的行动（Cropanzano等，2017）。所以，平台型领导在习得下属新的知识经验

后，很可能受到启发并表现出积极回馈行为。领导工作重塑作为一种旨在改善工作环境、获得

工作意义的主动性行为，是指领导依据需求对工作任务、关系和认知进行调整（Bruning和
Campion，2018）。平台型领导的反哺学习正包含了知识技能和人际关系两方面的学习

（Zhang等，2023），与工作重塑的内容高度对应，而其在反哺学习后很可能产生“自我验证”欲
望，因此会通过主动改变行为来满足上述需求。据此本研究提出，平台型领导在知识反哺后会

产生工作重塑行为。

首先，樊耘等（2014）发现员工与主管高质量的交换关系有利于员工提出有益的建言。所以

本文推测，平台型领导从下属处获得有价值的知识技能后，将开展新一轮互惠交换和新知验

证，领导会采取工作重塑来惠及自身和团队成长。其次，学习、成长等获得性、提升性体验有利

于唤醒积极情绪（朱平利和刘娇阳，2020），而积极情绪又具有“拓展—建构”功能（Fredrickson，
2013），所以平台型领导通过反哺学习带来的积极情绪能拓展其行为，即对工作进行重新设计。

另外，从自我决定视角来看，平台型领导是典型的具有较强自主、胜任和关系需求的个体，自我

决定意识强（郝旭光等，2021），不会浪费用所学知识优化工作的机会，自然会实施更多的工作

重塑行为。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平台型领导通过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来引发自身工作重塑。

3.工作重塑带来领导职业能力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

动态的变化往往孕育着适应和成长（Abrantes等，2022），平台型领导在反哺学习中获得的

启发转化为工作重塑行为后，很可能会带来自我提升和团队成效。互惠原则指出，积极的领导

行为将带来“领导者收益”，也即领导产出和效用增加——鉴于领导的团队代理人身份，体现为

领导个人和团队绩效的共同提升（涂乙东等，2014）。研究表明，工作重塑是实现个人职业成长

的有效途径（Miao等，2023）；另外，由于领导是多重身份角色的组合体（涂乙东等，2014），其工

作重塑自然也会触发团队规范的演进，形成新的团队惯例（王永伟等，2023）。所以本研究认为，

平台型领导的工作重塑有望同时促进领导自身能力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

首先在领导个人方面，工作重塑会促进领导职业能力成长。职业能力反映出技能、知识和

经验的积累，是最具即时可测性的成长指标（翁清雄和席酉民，2011）。工作重塑过程中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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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挥和意义感的获得有利于激发高能量工作状态，引发个体对知识技能的持续吸收（李姗姗

等，2019），最终实现职业能力的提升。另外，基于工作资源—要求视角，高水平的工作重塑通过

增加工作资源、优化工作要求达到人与工作的最佳匹配（Miao等，2023）。在可利用资源最大化

和挑战性工作要求的激励下，领导将实现知识技能等资源的增值螺旋上升，从而达到能力成长

的效果。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平台型领导的工作重塑带来其职业能力成长。

其次在团队层面，领导的工作重塑会引发团队惯例更新。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法则和多对

象视角暗示，个体与特定对象的互惠交换通常会产生跨对象溢出效应（Cropanzano等，2017）。
团队惯例更新就是很契合的溢出现象。团队惯例更新是指团队成员集体执行新惯例（流程、规

则等）的行为演化过程，通常具有提升绩效、实现竞争优势等积极效能（王永伟和韩亚峰，

2019）。然而，由于组织惰性，团队惯例的打破与重构需要领导的推动或引导。具体来说，一方

面，领导处于任务工作网络的中心（金辉等，2020），同时也是团队规范的制定者，其工作重塑的

内容本身就包含了对团队未来方向、规范等的改变，而这就意味着团队成员间协作关系、操作

流程等的重新编排，也即团队惯例的更新（王永伟等，2023）。同时，由于平台型领导的工作重塑

是源于对下属意愿的观察和反思，而非“一厢情愿”地拉动团队，所以成员更可能认同而非抵

触，继而形成积极的变革氛围，众人会拥护新惯例的搜寻和建立。上述现象也非常符合团队惯

例更新的内涵特征，即尊重成员、共同参与（王永伟等，2023）。所以，本文可以推导出假设4。
假设4：平台型领导的工作重塑引发更多团队惯例更新。

4.链式中介模型的建立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平台型领导通过两轮社会交换过程实现团队共同成长的

链式中介模型。再借鉴观察学习理念，将这一模型解析为“学习者—学习方法与过程—反思行

动—效果转化”的观察学习过程。社会认知理论指出，观察学习分为注意、留存、复现和动机四

个步骤（Bandura，1971）。平台型领导作为学习者，秉持向下学习的理念，认可其宝贵价值，通过

向下知识分享的方式促使员工产生新的知识经验；同时，领导会在观察和互动中主动注意和留

存员工的知识经验，完成自身的反哺学习。而在此之后，领导者开始进入反思行动阶段，重新审

视自己的工作策略和方法并进行工作重塑（即复现）。最终，这些工作重塑的方案作为学习效果

（即动机，正向激励），成功转化为团队惯例的更新和领导自身职业能力的成长。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5。
假设5：平台型领导通过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来引发工作重塑，进而带来自身职业能

力成长（5a）和团队惯例更新（5b）。
本文构建的整体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平台型领导

学习者

向下知识分享
中反哺学习
理念→行动

领导工作重塑

基于社会交换的共同成长过程

领导与团队成长

团队惯例更新

领导自身成长

员工成长

学习方法与过程

反思行动

效果转化

 
图 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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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一：平台型领导与反哺学习

（一）研究样本

研究一先检验平台型领导是否具有显著的向下反哺学习特征。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型

团队的领导和成员，所以选择了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自主、个性和多样创新为工作特征的创

新研发团队、咨询项目团队和医疗团队为样本（郝旭光等，2021）。鉴于本研究是预测试，所涉变

量关系相对简单，本次发放160份领导和428份成员问卷（平均每团队2~3名成员），覆盖了湖

南、江西和广东省的18家大中型企事业机构。问卷主要通过滚雪球和线上微信群的方式发放，

先联络团队领导，再让其随机分配2~3份问卷给下属，领导填写因变量“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

习”和人口统计变量，成员填写自变量“平台型领导”和其他领导风格的控制变量。自变量和因

变量的填写时间相隔两周，这样便做到了上下级分时段互评，可有效减轻同源偏差问题，提高

因果概率（彭坚等，2020）。整个调查过程中，研究者严格控制测评程序。在剔除未回收问卷团

队、少于2人填写团队和明显无效填写的问卷后，首次回收138个团队385份成员评价的有效问

卷。然后第二次发放给138位领导填写，去除无效回收的问卷后，最终得到124份有效领导问卷，

以及对应的349份成员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7.50%和81.54%。人口特征统计得出，领导中男性

占71.38%，其余为女性；领导和成员平均年龄为37.21岁和26.50岁；成员硕士以上学历占

56.26%。差异性检验表明，各样本数据在有效与否和人口统计变量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选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刊登的测量工具，以确保量表的内容效度。英文量表均经过

英语专家的翻译与回译，并根据研究需要微调了语义，以准确表达测量问题。所有题项均采用

李克特7点量表来测量，7代表完全同意，1代表完全不同意。

平台型领导：采用郝旭光等（2021）开发的测量工具，包含包容、平台搭建等六个维度25个
题项。该工具十分常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代表题项有“我的领导常和下属交流新技

术、新知识以帮助其成长”等。考虑到本次样本数量有限，而该变量题项较多，为提高指标质量

和模型拟合优度，采用了多维度内部指标打包法来建模，即将各维度打包成一个指标（其他领

导风格控制变量同）（吴艳和温忠麟，2011）。变量统计采取各维度题项打包后，再加权平均的方

式处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为0.827。此外，由于该变量是成员聚合数据，在聚合前做了组

内和组间变异分析，结果表明rwg（j）均值为0.852，大于0.7；ICC（1）=0.171，ICC（2）=0.734，分别

大于0.1和0.7的临界值。上述结果表明个体数据聚合到团队层来分析是有效的。

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该变量包含了从知识分享到反哺学习的过程，目前能最准确地

体现出这一逻辑的测量工具来自Zhang等（2023），包括知识技能和社交信息两方面的学习，共

11个题项；经过本研究的语义编辑，得出的代表性题项有“与下属知识分享对我自身的学习很

重要”“与下属知识分享使我的智慧不断进步”“与下属知识分享帮助我理解他们的需要”等。阶

层分析显示，潜变量的区分效度良好，高阶模型拟合指标为χ2/df=2.330，RMSEA=0.076，
GFI=0.915，CFI=0.933，NFI=0.920。该量表的信度为0.858。

控制变量：为了准确验证本文假设1提出的观点，需要有效区分平台型领导与其他相近领

导类型在知识分享和反哺学习上的效用差异，于是本文选择了授权型领导、谦逊型领导、服务

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四种领导类型做平行分析，因为文献表明上述领导类型对员工知识分享

产生显著激励作用（Kim和Park，2020；蓝媛媛等，2020；Xue等，2011；Kelemen等，2023；王伟等，

2019）。同样，上述变量由团队成员来测评，并通过了数据聚合检验。然后，本文做了这几种领导

的区分效度检验，使用R语言的lavaan包做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估算，五种领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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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五因子模型拟合优度良好，χ2/df=1.981，RMSEA=0.068，GFI=0.942，CFI=0.953，
NFI=0.939。该模型比将平台型领导和任意领导类型合并的四因子模型优度都强，这验证了平

台型领导的区分效度。此外，本文还控制了领导性别和年龄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结果

使用SPSS 23.0进行变量相关性分析。如表1所示，平台型领导与其他领导类型的相关度在

0.268~0.493之间，属中度相关；与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显著正相关，r=0.435（p<0.001），这
初步验证了我们的想法。不过，鉴于其他领导类型也与反哺学习有或多或少的相关度，更准确

的信息还需回归分析来提供。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值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平台型领导 4.125 1.140
2.谦逊型领导 4.633 0.932 0.335***

3.授权型领导 4.984 1.435 0.493*** 0.218**

4.服务型领导 3.870 1.207 0.377*** 0.104* 0.140**

5.变革型领导 5.045 0.882 0.268*** 0.072 0.231*** 0.286***

6.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 4.260 1.466 0.435*** 0.126* 0.088* 0.125* −0.137**

　　注：***p<0.001，**p<0.01，*p<0.05；n=124（349）；限于篇幅，人口统计变量略。
 

（四）假设检验

研究先做了方差膨胀因子分析来检验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VIF值均远低于临

界值10，说明多重共线性不严重。接着，采用OLS回归模型来检验平台型领导对向下知识分享

中反哺学习的直接影响。如表2中的表2a所示，无控制变量情形下，平台型领导对反哺学习的影

响系数十分显著，β=0.427（p<0.001）；控制其他领导类型的影响后，平台型领导仍对反哺学习

产生积极影响，β=0.358（p<0.001），同时只有谦逊型领导的影响微弱显著，β=0.101（p<0.05），可
见平台型领导在反哺学习上是有最突出价值的，其他领导类型或许显著影响下属知识分享，也

可能影响自我知识分享，抑或有意向下学习，却很少从向下知识分享到获取反哺学习产生完整

的影响。于是，假设1得到验证。
 
 

表 2    平台型领导在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的回归分析

变量
表2a 表2b

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 个人利益驱动知识分享
M1 M2 M3 M4

平台型领导 0.427*** 0.358*** 0.503*** 0.325***

授权型领导 0.045 0.036
服务型领导 0.053 0.195**

谦逊型领导 0.101* 0.066
变革型领导 −0.068 0.111*

性别 0.008 0.026
年龄 −0.035 −0.014

R平方 0.328 0.362 0.377 0.426
ΔR平方 0.034 0.049

F值 21.534*** 24.251*** 23.387 27.526
　　注：***p<0.001，**p<0.01，*p<0.05；β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n=124（349）。
 

（五）稳健性检验

尽管前面验证了平台型领导与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的关系，但是考虑到后者所蕴含

的内容较为丰富，为排除量表测量误差，研究者同时对被试更换量表做了新的测评，所使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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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是周飞等（2015）开发的个人利益驱动知识分享量表，该量表包含反哺学习的内涵，题项如

“为了增强自我学习，我会主动进行下属知识分享活动”“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我会对下属进行

知识分享”，十分适用于稳健性检验。统计方法同样包括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相关系数分析（略），

假设检验发现（见表2中的表2b），无控制变量情形下，平台型领导对知识分享影响显著，

β=0.503（p<0.001）；而控制竞争性领导风格后，其影响仍最显著，β=0.325（p<0.001），同时变革

型领导和服务型领导产生显著效应，但其效应明显弱于平台型领导。更换量表使表2a和表2b的
结果略有不同，这在稳健性检验中也十分常见（Zhang等，2023）。无论如何，二次检验已充分说

明，相比其他领导类型，平台型领导具有更显著的“以知识分享为手段，以反哺学习为目的”的
行为特征。

（六）讨论

研究一旨在先验证平台型领导是否具有显著的向下反哺学习特征，以初步确认本文提出

的“反哺学习机制”的可能性，为后续全模型验证打下基础，也是增强研究理论意义的必要手

段。通过和变革型领导等多种领导模式的横向数据对比发现，平台型领导最具向下知识分享中

反哺学习的特征，这也就证实了前人及本文提出的该类领导“己欲达而达人”的沟通策略（郝旭

光等，2021）。此外，稳健性检验也从侧面核实了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的测量有效性。接着，

研究二将用新样本展开链式中介模型的完整检验。 

四、  研究二：平台型领导赋能共同成长的链式中介模型

（一）数据收集

前一项研究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反哺学习策略机制的价值，研究二则进一步验证共同成长

的链式中介模型。本研究通过两种渠道获取问卷数据：一是同样通过毕业生和社交网络滚雪球

方法，在上海、北京、南昌和武汉等地区的知识密集型行业选择了21家企业的145个团队（创新、

营销和咨询），调查其领导及成员；二是利用国内五所高校商学院开设的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班

项目，首次在现场请8个班的336名团队领导扫码加群，说明具体调研目的，确保匿名和保密，并

要求他们课后随机选择3名以上下属填写部分题项（后续联络依靠微信群）。此次调研的对象主

要从事创新、营销、人力资源和工程项目等职业，符合知识型团队特征。两种渠道均分3个时段

进行调查，第1时段调查平台型领导和控制变量，第2时段调查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和工作

重塑，第3时段调查领导成长和惯例更新，间隔周期为1~2时段两周、2~3时段三个月。后一间隔

周期较长是因为领导和团队成长都具有一定的延时性，参考前人经验，相隔三个月较为妥当，

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因果性，同时缓解同源偏差问题（Podsakoff等，2003）。
在第1时段，每个团队3名以上员工填写平台型领导问卷，去除应答不完整、有错漏或人数

不足的无效问卷后，两个渠道有效回收368个团队的1 141份成员问卷。对号入座发放第2次问

卷，由领导填写反哺学习和工作重塑，再次回收有效问卷332份。第3时段由领导填写职业能力

成长，成员共同填写团队惯例更新，匹配问卷后，最终有效回收296份领导问卷和915份成员问

卷，有效回收率为61.54%和58.39%。职业分布在创新研发（38.09%）、营销（27.51%）、人力资源

（10.12%）、咨询服务（17.45%）和工程项目（6.83%）；领导中男性占68.11%，女性占31.89%；领导

平均年龄39.8岁，员工平均年龄26.3岁；员工本科以上学历占85.17%；平均上下级共事时间约

为3年2个月；领导任职年限平均4.35年。差异性检验显示，有效样本和未采纳样本在以上信息

特征上并无显著差别。

（二）变量量表

各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7代表完全同意，1代表完全不同意。英文量表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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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家的翻译与回译，并根据研究需要微调了语义，以准确表达测量问题。

平台型领导和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的量表仍沿用研究一的测量工具，Cronbach’s α值
分别为0.903和0.850。

领导工作重塑的量表选用Slemp等（2013）开发的9题项量表，典型题项有“引入新方法来改

良我的工作”等。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42。
领导职业能力成长采纳最常用的翁清雄和席酉民（2011）开发的职业成长量表中的职业能

力成长维度，相比职位、经济回报提升和职业目标实现，职业能力成长更具短期可测性，也是最

直接的成长表现（翁清雄和席酉民，2011）。典型题项有“目前的工作使我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
等，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49。

团队惯例更新则采用Feldman和Pentland（2003）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很适合员工评价领导

和组织，典型题项有“我的领导如果得到新的知识或技术，会用它们改进团队的流程规范”“员
工提出的改善组织规范的建议很快会被采纳”等，能很好地体现出上下级互动特征，与本研究

十分契合。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27。
控制变量：经文献搜索和对比发现，研究一所控制的几个领导变量已蕴含足够丰富的内容

结构，很大程度上兼容了现有文献中探讨的影响个人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的诸多因素，因此本

文对这些领导风格继续加以控制，还控制了领导年龄、学历和任职年限，它们也可能会影响成

长性的结果变量。

鉴于本研究的结果需要汇聚到团队层面，先用 rwg（j）、ICC（1）和ICC（2）等指标来估计所

有成员填写的问卷部分，看组内和组间变异能否满足数据聚合要求。结果显示：平台型领导和

团队惯例更新的rwg（j）均值分别为0.934和0.845，大于0.7的基准值；二者的ICC（1）=0.212和
0.178，ICC（2）=0.719和0.705，分别大于0.1和0.7的基准值。上述结果表明成员数据聚合到团队

层面来分析是可行的。

（三）统计方法

由于本模型是双结果变量，变量中又存在高阶因子和聚合数据，在验证性分析中需要包容

一定程度的个体及团队层变异，所以使用Mplus 8.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来做多层验证性因

子分析。另外，和研究一类同，采用多维变量的各维度内部指标打包法来建模（吴艳和温忠麟，

2011）。中介效应则通过重复抽样10 000次的95%蒙特卡洛置信区间来分析。在路径分析前，研

究者还对相关变量做了均值中心化处理，以准确计算中介效应。

（四）实证结果

1.研究效度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假设的五因子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均满足要求，比如χ2/df =2.681，
RMSEA=0.062，GFI=0.951，CFI=0.949，NNFI=0.950。接着参考变量内涵特征设计了三个竞争模

型：四因子模型（个人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合并）、三因子模型（个人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合并，

平台型领导和反哺学习合并）、单因子模型（所有变量合并）（见表3），计算对比发现假设模型的

拟合指标最佳，可见本研究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此外，本模型的数据收集来源于多个对

象，且分时段完成，因此可以较好地规避同源偏差问题（Podsakoff等，2003）。
2.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列示了模型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平台型领导与向下知

识分享中反哺学习显著正相关（r=0.565，p<0.001），而后者也与领导工作重塑显著正相关

（r=0.236，p<0.001），领导工作重塑则与其个人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都正相关（r=0.261，
p<0.001；r=0.242，p<0.001）。这些结果初步印证了前文假设的链式中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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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竞争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对比

竞争模型 χ2/df CFI NNFI GFI AGFI RMSEA
五因子模型 2.681 0.949 0.950 0.951 0.943 0.062
四因子模型 4.119 0.733 0.752 0.761 0.728 0.093
三因子模型 6.405 0.630 0.621 0.649 0.645 0.118
单因子模型 9.716 0.599 0.602 0.586 0.593 0.175

建议值 <3 >0.9 >0.9 >0.9 >0.9 <0.08
　　注：n=296（915）。
 

 
 

表 4    描述性统计分析

Mean Std. 1 2 3 4 5
1.平台型领导 5.18 1.12 1

2.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 4.33 0.90 0.565*** 1
3.领导工作重塑 5.34 0.87 0.432*** 0.236*** 1

4.领导职业能力成长 5.62 1.42 0.306*** 0.337*** 0.261*** 1
5.团队惯例更新 4.86 1.26 0.207*** 0.198** 0.242*** 0.112** 1

　　注： ***p<0.001，**p<0.01，*p<0.05；n=296（915）；限于排版，控制变量略。
 

3.假设结果检验

本研究使用Mplus软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其拟合优度检验显示χ2/df =2.915，
RMSEA=0.070，GFI=0.923，CFI=0.936，NNFI=0.935，AGFI=0.912，拟合效果良好。然后计算各

直接和间接效应，包括非标准化路径系数、标准误和统计显著性。如图2所示，平台型领导通过

向下知识分享来反哺学习的效应显著（β=0.495，SE=0.14，p<0.001），假设1再次得到验证；反哺

学习对领导工作重塑产生正向影响（β=0.249，SE=0.08，p<0.01），而领导工作重塑对领导职业

能力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均产生正向影响（β=0.430，SE=0.09，p<0.001；β=0.194，SE=0.05，
p<0.01），说明假设3和假设4得到支持。以上结果验证了模型中各主变量之间的积极关系。
 
 

平台型领导
向下知识分享中
反哺学习

领导工作重塑

团队惯例更新

领导自身成长

0.495***

(0.14)

[0.25, 0.68]

0.249**

(0.08)

[0.10, 0.32]

0.430***

(0.09)

[0.31, 0.57]

0.194**

(0.05)

[0.11, 0.26]

0.078

(0.10)

[−0.08, 0.21]

0.104*

(0.06)
[0.03, 0.20]

R
2=0.17

R
2=0.12

R
2=0.20

R
2=0.08

 
注： 图中路径系数均为非标准化系数，下方括号里是标准误和10 000次抽样的95%置信区间；***p<0.001，

**p<0.01，*p<0.05；n=296（915）；虚线表示非假设的路径系数结果；本模型含所有控制变量（略）。

图 2    链式中介模型的路径分析
 

接着检验链式中介效应（见表5）。首先是平台型领导通过反哺学习产生工作重塑的路径，

经过两阶段直接效应系数相乘的方法计算出该路径系数为0.123（SE=0.04，p<0.01），置信区间

为[0.07，0.20]，假设2得到验证。其次是平台型领导通过反哺学习和工作重塑对其自身能力成

长和团队惯例更新的两条链式中介路径，同样经过三阶段系数相乘予以计算，结果显示职业能

力成长路径为β=0.053，SE=0.02，p<0.05，置信区间为[0.02，0.09]，置信区间不包含0，支持了假

设5a；惯例更新路径为β=0.024，SE=0.01，p=0.061，尽管显著性较微弱，但p值小于0.10，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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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蒙特卡洛检验，置信区间为[0.008，0.06]，仍可认为支持了假设5b（Preacher等，2010）。相反，

控制了本文假设路径后，平台型领导对其职业能力成长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对团队惯例更新的

直接效应较微弱（图2虚线所示）。由此可见，平台型领导仅通过向下反哺学习和工作重塑路径

来实现自身成长，而团队成长则可能尚有其他方式，这也符合平台型领导的行为特征。如此，本

文便揭示了平台型领导带来共同成长价值的重要“黑箱”机制。
 
 

表 5    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非标准化β 标准误（SE） 95%置信区间
平台型领导→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领导工作重塑 0.123** 0.04 [0.07，0.20]

平台型领导→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
领导工作重塑→领导职业能力成长

0.053* 0.02 [0.02，0.09]

平台型领导→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
领导工作重塑→团队惯例更新

0.024+ 0.01 [0.008，0.06]

　　注：***p<0.001，**p<0.01，*p<0.05，+p<0.10；n=296（915）；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省略。
 

（五）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和领导工作重塑是在同一时段测量的，可能存在反向因

果关系，甚至领导和团队成长效果也可能反向影响领导行为模式，本文参考Kline（2023）的建

议，比较了假设模型与反向因果模型（领导职业能力成长/团队惯例更新→领导工作重塑→向

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平台型领导）的赤池信息准则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

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指标。近年来许多研究将这种检验方法

用于链式中介效应的反向因果验证（如Mitchell等，2019；卢海陵等，2021）。结果表明，反向因果

模型的指标（AIC=1 677.21，BIC=1 725.43）显著高于假设模型（AIC=1 496.27，BIC=1 537.82）的
指标，说明假设模型更优，也就是反向因果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另外，研究者还去除所有控制变

量进行了模型再验证，结果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至此，本研究的结果得到进一步支持。

（六）讨论

研究二验证了全链式中介模型，也即平台型领导先通过向下知识分享来反哺学习，从下属

那里获得的工作灵感可以提高领导工作重塑概率，而工作重塑涉及自身和团队的同步改良，也

就同时实现了领导能力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简言之，本研究揭示了一条平台型领导赋能团队

共同成长的科学路径。结合研究一来说，本文所展示的两项不同样本的问卷研究是基于实证研

究的建设性复制原则，既考量了两项研究存在的必要性，又能反复验证彼此的研究结果，对丰

富新型领导模式的应用基础研究有重要价值。 

五、  结论与讨论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探究平台型领导如何赋能团队共同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揭示了一条平台型领导赋能团队共同成长的有效路径。两项实地问卷调研

结果表明，平台型领导能够通过向下知识分享进行反哺学习，然后运用工作重塑来实现自身和

团队的共同成长。下文归纳了具体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一）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从社会交换视角揭示了平台型领导赋能知识型团队共同成长的一种过程机制。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涌现的新型领导模式，平台型领导对团队及成员的积极影响研究正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熊立等，2023）。然而相关文献多为静态研究（李玲等，2022），即使是社会交换视角

也基本围绕创新、建言和经济绩效等传统领域进行探讨，忽视了该类领导的核心价值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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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呼吁关注赋能与共同成长的动态迭代如何作为关键因素促进团队可持续发展（程雅馨等，

2022），所以本文借助社会交换理论视角，是为了探索平台型领导反哺学习的方式，以及揭示领

导和团队共同成长的两轮社会交换过程。本研究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平台型领导“自立立

人，自达达人”的成长机理，也充实了社会交换理论在领导学习和成长研究中的应用。

第二，本研究拓展了知识分享领域研究的边界。本研究不仅探讨了领导向下知识分享，而

且延伸到反哺学习阶段，验证了平台型领导比其他领导类型在“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的学习

模式上有额外优势。以往研究大多探究员工层知识分享，很少有学者探究领导层向下知识分享

的前因后果（金辉等，2020），更鲜有研究深入分析领导知识分享后是否存在反哺学习。本文不

仅在理论上提出平台型领导善于向下进行知识分享的重要理念，更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平台型

领导是出于反哺学习的目的而向下进行知识分享，通过整合的“上下互动”模式来贯通自身特

有的学习路径，为其促进团队共同成长提供通路。

第三，本文通过识别“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这条成长路径，丰富了反哺学习与领导效

能的关系研究。目前已有研究意识到领导向下学习的重要价值（Zhang等，2023），但其关注点

仅仅是对下属指导效果的积极影响，仍未解释对领导自身效能的影响，与本文的关注点颇为不

同。本文不仅揭示成员在知识分享中受益，团队在工作重塑中更新惯例，还更加突出了对领导

自身的回归，暗示了领导通过自身不断成长来带动成员和团队的良性发展循环。这一结果呼应

了Neeley和Reiche（2022）等学者提出的“高效能领导总能不耻下问”的观点。

第四，本研究丰富了个体职业能力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的前因研究。一方面，虽然已有一

些学者探讨了不同领导模式对职业能力成长的影响，但大多聚焦于员工成长（Rousseau和
Aubé，2018），很少涉及领导自身成长；另一方面，团队惯例更新的前因研究多讨论外部环境刺

激，如外部技术引进、国家政策等（Nigam等，2016），其测量也充分体现出员工驱动、民主驱动

的特征，但很少探究是何种领导模式带来了这一结果。正因为“惯例”的定义隐含了其变化的内

生性（王永伟等，2023），所以本文结合平台型领导的独有内涵，指出其作为团队惯例更新的内

生动力源，可以借助下属资源和能量来提升自我并造福团队，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如此，便以独

特视角探讨了同时驱动个体职业能力成长和团队惯例更新的动力要素。

（二）管理启示

第一，本研究适时提出了数智时代人才成长新模式。本研究发现，平台型领导能很好地适

应新生代人才需要，与他们高效互动，营造相互学习进步的良好氛围，继而得以搭建优质平台

来造福这些员工，形成良性循环。因此，传统团队领导应参照平台型领导的内涵特征优化自身

风格，将领导理念从命令监管转为互动学习，注重言传身教和包容，频繁分享工作信息和外部

知识经验给员工，把自身定位为团队共同事业的资源平台，然后借鉴本研究的成长路径，通过

反哺学习来持续优化这一平台。同时，员工也应不遗余力地吸纳和加工平台的知识资源，主动

进行知识扩散，来反哺领导和团队，从而加快团队平台的扩容升级，以实现自身的再次成长。

第二，本研究阐述的反哺学习机制挑战了知识经验自上而下流动的传统观念，并挖掘了这

一双向互动过程对团队全员共同成长的巨大潜在价值。因此，企业可借助平台型或高参与型人

力资源实践来促进团队领导“自上而下”的知识分享，例如建立信息分享奖励制度，组织团队研

讨活动，搭建知识互动平台，设置以团队领导为讲师的培训课程等。同时，在理念上强调“向下

学习”的重要价值，提高团队领导分享动机，并鼓励其引导下属对学习成效进行反馈。例如，培

训课程尝试体验式教学和角色扮演等，可以大幅提高员工的知识反哺概率。此外，企业可将此

循环成长机制融入企业文化，从而激活各个团队的动能，形成彼此间良性的成长竞争机制。

第三，鉴于团队领导的工作重塑是将学习成果转化成实际成长效果的关键手段，企业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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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干预措施，从“能力—动机—机会”的AMO人力资源管理模型出发，赋予领导重塑能力，激发

重塑动机，提供重塑机会。具体而言，可在招聘环节对应聘者的变革能力和经验加以考量，以满

足重塑能力要求；培养团队领导向下学习的动机，提升其积极接纳建言的态度，并设置与工作

重塑挂钩的领导激励和考核指标，以满足重塑动机要求；此外，还应营造宽松的组织氛围，降低

试错成本，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以帮助团队领导获取更多的重塑机会。以上方式都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助力领导工作重塑，以实现其自身和团队共同成长。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期待未来研究加以弥补。其一，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容易将人

际关系过度理性化和功利化，虽然能够较好地解释本文的交换过程，但是否还存在其他视角或

其他机制来充实平台型领导的共同成长价值，仍期待深入挖掘。其二，本文重点在于揭示平台

型领导的一种共同成长机制，所以未纳入调节变量来检验这一过程的效用边界，未来可考虑如

更高一级组织环境因素和团队成员特质因素对该交换过程可能的影响。其三，本文虽然采取了

两项问卷实证，但并不能深入剖析“向下知识分享中反哺学习”的内在过程，也无法建立模型的

因果关系，未来可用实验法、追踪研究或解释性案例来加以补充。其四，本文是团队层研究，上

下级互动较为简单，而一些中大型组织的平台型领导则存在多个层级，此时又如何进行反哺学

习，是值得未来深入讨论的有趣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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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Leadership Enables Team Mutual Growth: The
Back-feed Learning Mechanism of “For the Others is

For Oneself”

Xiong Li,  Fang Jiaxing,  Luo Yuanda,  Yao Yu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32, China）

Summary: Platform leadership is a novel leadership mode that aims at fostering the mutual
growth of knowledge-based teams. However,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mutual growth among leaders,
members, and teams remain unclear by scholars, especially how platform leadership,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symbiotic systems, enables self-growth through his or her members. Drawing up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process of downward learning, a serial medi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in which
platform leaders generate back-feeding from their team members through downward knowledge sharing,
and lead to their job crafting to facilitate both individual growth and team routine renewal.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wo paired questionnaires with a total of 420 knowledge-based team leaders and 1,264
members, the study shows that platform leadership generates back-feed learning through downward
knowledge sharing (Study 1), which triggers job crafting to achieve the leader’s own professional ability
growth and team routine renewal (Study 2). This paper reveals a strategic mechanism by which platform
leadership enables the mutual growth of knowledge-based teams, enhances the found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platform leadership, and provides a scientific path for leaders to achieve both mutually
beneficial team dynamics and self-management.

Key words:  platform leadership;  knowledge sharing;  back-feed learning;  growth;  soci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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